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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郊区新城往往伴随着职住失衡。从行为视角来看，这主要是长周期建设中个体的职、住

的单方面迁入和迁出造成的。然而，相关研究较少从个体职住迁移视角探究新城职住平衡动

态过程，缺乏相关的分析方法，也未明晰其特征和规律。本文基于手机信令大数据，跟踪个体

就业迁移和居住迁移的空间位置变化，提出了职住动态平衡的概念，以及用于测度和分析职、

住迁入和迁出的同步、异步指数和职住动态平衡影响指数，以剖析职住动态平衡过程中的问

题、动因、趋势，并以2017—2019年武汉郊区新城为例开展实证。研究发现：① 武汉郊区新城

以职住异步迁入为主，就业迁移比居住迁移数量更多；② 各新城的职住平衡水平均偏低，但职

住迁移促进了大多数新城的职住平衡水平；职住迁入大多推动了新城职住平衡，但迁出的影响

也不容忽视，推动了部分新城的职住失衡；③ 武汉东南新城的职住平衡状态更易受到居住迁移

影响，而居住迁入是其职住动态平衡的主要动力，应重点完善多元化居住结构。该方法能客观

反映区域职住迁移的互动、职住平衡的动态过程和动因，对优化城市职住关系、制定职住空间

供给政策有一定现实意义，也为后续理论研究提供了方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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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郊区新城的建设往往会引起职住失衡[1]，导致交通拥堵、空间隔离、环境污染等系列
问题[2]，这引起学者们和社会的高度关注。2020年习近平在《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
战略若干重大问题》中就明确指出“要建设一批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
便利的郊区新城，推动多中心、郊区化发展”。郊区新城的长周期建设中其内部的职住平
衡水平也在动态变化，而造成职住失衡的直接原因在于个体的职、住单方面迁入和迁
出。所以从个体的职住迁移行为视角展开郊区新城的职住平衡研究，能够精细化识别郊
区新城职住平衡的动态过程，探索个体职、住迁移的互动机制，利于挖掘新城职住失衡
的主导原因，预测职住平衡发展趋势。同时，也利于从人的需求出发构建职住平衡优化
策略，丰富职住平衡的理论和分析方法。

为此，本文基于人口迁移流动提出了职住动态平衡的概念，重点分析职住人口迁移
对职住关系的动态影响机理；然后在利用手机大数据识别和跟踪个体的就业和居住迁移
行为的基础上，提出职、住迁入和迁出的同步、异步指数，以衡量导致职住关系动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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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迁移行为结构；进而根据各类迁移导致的同、异区职住数变化提出职住动态平衡影
响指数，精细化剖析各类迁移行为对职住平衡水平的影响程度，识别过程中的问题和原
因，并以武汉市为例开展实证分析。

2 研究进展

“职住分离”始终与郊区密切相关。20世纪上半叶，西方大规模郊区化和城市空间
重构[3]导致了居民通勤成本上升、能源消耗和社会冲突。由此，Kain最早系统性总结了

“空间错位”假说[4]，认为就业郊区化和住房歧视造成有色人种的失业和长距离通勤，引
发后续对弱势群体职住分离的广泛关注。时至今日，中国大城市郊区的职住分离与通勤
拥堵程度仍高于其他地区[5-6]。

近期国内外研究在职住平衡的概念、测度方法[7-8]、内在机理[9]、调控策略[10]等方面做
出有益探索。概念上，或认为居民中劳动者的数量和就业岗位的数量大致相等；或认为
如果大多数通勤职工同时能在某一区域内居住、就业，那么该区域就实现了职住平衡[11]；
或认为平衡状态下通勤职工的平均职住通勤距离较近[12]、时间较短[13]等。方法上，侧重
静态的、某一截面的职住人口平衡状态测度 [14]，例如职住比、自足度、就业居住离散
度、空间相异指数等[15]。机理上，已有研究发现政策背景[16]、住房成本[17]、收入水平[18]、
建成环境[19]等影响职住平衡的因素。策略上，基于职、住空间的建设顺序、住区郊区化
与产业郊区化间的互动关系[20]等视角，提出了建设居住空间或增设就业岗位等措施，但
扩张职住空间规模和平衡职住空间比不一定能改善职住关系[21]。总体而言，当前对于职
住匹配动态演化过程的研究还较为薄弱[22]。

职住迁移行为是区域职住平衡/失衡的直接成因，也带来了城市空间重构。从居民视
角来看，其居住迁移决策和工作迁移决策是显著正向相互联系的[23]，即居住或工作迁移
极有可能引发工作或居住的随迁[24]，但也可能受到阻碍而导致随迁滞后甚至失灵。以北
京市为例，其户籍人口为追求生活条件改善而迁居至新城，能够较快引发就业随迁；而
暂住人口以就业为首要选择，在就业迁移后受购买力限制而无法实现短期内居住随迁，
从而造成职住失衡[25]。同时，这些迁入人群可能带动该区域的城镇化建设与空间扩展[26]，
从而带动后续迁移；也会改变该区域的社会结构，可能形成“空间隔离”[27]而阻碍其他
人口的迁入。限于数据瓶颈，国内对于居住迁移、就业迁移，以及它们两者互动关系的
探索还不成熟[28]，关于个体职住迁移和职住平衡的关系研究更少。

当下大数据为个体职、住迁移和职住平衡研究提供了新渠道。通勤轨迹数据[29]、微
博签到数据[30]、百度热力图数据[8]以及手机信令数据[31]等大数据在识别居住地、就业地和
通勤距离等方面具有极大优势。且随着时序大数据的积累，追踪长周期的迁居、换岗行
为也成为可能，例如王德等基于多年份的手机信令数据对上海居民就业地迁移行为开展
长时序追踪分析[32]，牛强等用类似方法识别武汉居民居住迁移行为的空间分布特征[33]。
但是目前相关研究仍较少，尚未形成利用时序大数据分析职、住迁移互动行为的系统研
究方法，更是少有基于迁移行为大数据来分析职住关系演变过程的研究。

3 职住动态平衡的原理和分析方法

3.1 职住动态平衡的内涵和原理：职住迁移同、异步导致的职住同、异区变化
现有研究表明，受职住空间供给、政策、个体属性等影响，职住人口不断迁入、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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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区域职住关系也随之变化。本文将这种区域职住平衡水平受人口职住迁移影响而动
态变化的过程，称为职住动态平衡。较之职住平衡主要关注平衡的结果，职住动态平衡
重点关注平衡的过程，即引发职住关系改变的那些人口迁移对职住平衡的影响。

在职住迁移影响下，区域职住关系趋向于平衡或是失衡。因此本文认为衡量职住动
态平衡的准则应当是：某一区域在一定时段内人口迁移对职住平衡的影响，如果迁移导
致职住平衡水平的提升就是推进了职住动态平衡，反之则导致职住动态失衡。

因此，以迁移前后职住是否同区作为标准，将人口迁移行为细分为10类（图1）：以
就业迁入同步为例，基期年在研究区域居住、外地就业的个体，在研究期间将就业迁入
至研究区域，最终由职住分离转变成了职住同区，推动了区域职住平衡。总的来看，这
10种行为中有5种能够推动区域职住平衡，即居住迁入同步、就业迁入同步、职住同时
迁入、居住迁出同步、就业迁出同步，而其余5种则将导致区域职住失衡。

那么如何计算各类人口迁移对职住平衡水平的总体影响呢？传统的职住平衡水平主
要关注职住同区人数占比，然而如果转换到基于迁移的职住动态平衡视角，就会发现迁
移既能带来同区，也能带来异区（即职住不在同一区域），两方面都不能忽视。由于职住
动态平衡主要考察职住关系变化量对平衡的影响，本文将某区域一定时期内因迁移导致
的同区职住数量变化率和异区职住数量变化率之间的差值作为衡量职住动态平衡的准
则，称之为职住动态平衡影响指数E（简称影响指数）。具体公式如下：

E = RS -RD （1）

RS = ΔS S0 （2）

RD = ΔD D0 （3）

式中：E为职住动态平衡影响指数；RS为同区职住数量变化率；RD为异区职住数量变化
率； ΔS 为同区职住数变化量；S0为基期年同区职住数量（简称同区数）； ΔD 为异区职
住数变化量；D0为基期年异区职住数量（简称异区数，职住数量指职和住各自的人数，
职住同区数量等于2倍职住同区人数）。

职住动态平衡影响指数E可以反映：相比基期年，研究时段人口迁移导致的职住关
系改变对职住平衡的影响，其值的正负和大小与传统职住平衡指数的变化方向和程度是
一致的。为验证E指数的有效性，本文在融合就业自足度和居住自足度的基础上提出更
为综合的职住同区数占比P：

图1 职住迁移同步/异步的概念图
Fig. 1 The conceptual schema of synchronous and asynchronous individual jobs-housing 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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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C职住同 × 2

C职住同 × 2 + C职住异

（4）

式中：P为职住同区数占比；C 职住同为职住同区人数；C 职住异为职住异区人数，职住同区人
数乘以2的理由同前。推导可得，当RS > RD，即E > 0时，P会提升，即推动职住平衡，且
两者差值越大，P提升越大；反之亦然；若RS = RD，即E = 0时，研究区域的职住同区数
占比不会发生变化。

由于迁移行为可分为就业迁入、迁出和居住迁入、迁出，因此在公式（1）的基础
上，可以精细化地分析每类迁移行为对职住平衡的影响，具体计算方法见下文3.3。
3.2 职住迁移行为的测度:职住迁移的同、异步指数

本文提出职住迁移的同步指数、异步指数，用以比较不同区域的10类迁移行为之间
的数量关系。具体指某区域一定时期内特定迁移行为带来的职住数量变化在该区域各类
迁移行为带来的职住数量变化总和中的占比，相当于其归一化值（表1）。同步指数和职
住同时迁入指数越高越有利于职住平衡，异步指数和职住同时迁出指数越高越不利于职
住平衡。需要说明的是同步指数大于异步指数并不一定导致职住平衡，这还取决于基期
年的职住平衡水平，假如基期年职住平衡水平很高，即使同步指数和异步指数相同也会
拉低期末的职住平衡水平。

3.3 职住动态平衡的测度：职住迁移对职住同、异区数量变化率的影响

① 明晰各类迁移行为对职住同区数、异区数的影响机制。以居住同步迁入为例，假

设发生该行为的有m 居同人，那么迁入后会新增m 居同个同区居住，同时还会将本区域m 居同

个异区就业转化为同区就业，综合起来对职住同区数的影响是新增2m 居同，对职住异区数

的影响是减少m 居同，对职住总数的影响是增加m 居同。类似地，对其他迁移行为做影响分

析，结果如表2所示。② 按照就业、居住的迁入、迁出，分别汇总其带来的职住同区数

变化率以及职住异区数变化率（表3）。③ 根据公式（1）通过比较同、异区变化率来识

别影响水平的原理，在表3基础上，进一步构建职住动态平衡影响指数，用以综合衡量

各类职、住迁移行为对该区域职住平衡状态的影响。具体公式为：

表1 职住同异步指标体系表
Tab. 1 Synchronous and asynchronous indicator systems for jobs-housing migration

序号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名称

就业迁入同步指数 I 业同

就业迁入异步指数 I 业异

居住迁入同步指数 I 居同

居住迁入异步指数 I 居异

职住同时迁入指数 I 同时

就业迁出同步指数O 业同

就业迁出异步指数O 业异

居住迁出同步指数O 居同

居住迁出异步指数O 居异

职住同时迁出指数O 同时

各类迁移带来职住数量

变化总和S

公式

I业同 = m业同 S

I业异 = m业异 S

I居同 = m居同 S

I居异 = m居异 S

I同时 = 2 × m居业同 S

O业同 = n业同 S

O业异 = n业异 S

O居同 = n居同 S

O居异 = n居异 S

O同时 = 2 × n居业同 S

S = m业同 + m业异 + m居同 + m居异 + m居业同 × 2 + n业同 + n业异 + n居同 + n居异 + n居业同 × 2

说明

m 业同为研究时间内某区域就业同步迁入的人数

m 业异为研究时间内某区域就业异步迁入的人数

m 居同为研究时间内某区域居住同步迁入的人数

m 居异为研究时间内某区域居住异步迁入的人数

m 居业同为研究时间内某区域职住同时迁入的人数，
由于其带来职、住数的同时增长，故计算2倍

O 业同为研究时间内某区域就业同步迁出的人数

O 业异为研究时间内某区域就业异步迁出的人数

O 居同为研究时间内某区域居住同步迁出的人数

O 居异为研究时间内某区域居住异步迁出的人数

O居业同 为研究时间内某区域职住同时迁出的人数，

由于其带来职、住数的同时减少，故计算2倍

意义

归一化各
类迁移行
为涉及的
职住数量
变化，便
于区域之
间的行为
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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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职住迁移行为对职住平衡的影响机制
Tab. 2 The impact of individual migration behaviors on job-housing balance

迁移类型

原始状态

居住同步迁入
m 居同人

就业同步迁入
m 业同人

职住同时迁入
m 同时人

居住异步迁入
m 居异人

就业异步迁入
m 业异人

居住同步迁出
n 居同人

就业同步迁出
n 业同人

职住同时迁出
n 同时人

居住异步迁出
n 业异人

就业异步迁出
n 居异人

示意
对职住同区
数的影响

-

2m 居同

2m 业同

2m 同时

无影响

无影响

无影响

无影响

-2n 同时

-2n 居异

-2n 业异

对职住异区
数的影响

-

-m 居同

-m 业同

无影响

m 居异

m 业异

-n 居同

-n 业同

无影响

n 居异

n 业异

对职住总数
的影响

-

m 居同

m 业同

2m 同时

m 居异

m 业异

-n 居同

-n 业同

-2n 同时

-n 居异

-2n 业异

说明

新增m居同个同区居住，同时将m居同

个异区就业转化为同区就业

新增m业同个同住就业，同时将m业同

个异区居住转化为同区居住

增加m 同时个同区居住和m 同时个同
区就业

增加m 居异个异区居住

增加m 业异个异区就业

减少n 居同个异区居住

减少n 业同个异区就业

减少n 同时个同区居住和n 同时个同
区就业

减少n 居异个同区居住，同时将n 居异

个同区就业转化为异区就业

减少n 业异个同区就业，同时将n 业异

个同区居住转化为异区居住

注：黑色表示职住同区人数；灰色表示本地就业、外地居住人数；白色表示本地居住、外地就业人数；红框表示增加部

分；蓝框表示减少部分。

表3 职住同异区变化率的计算公式表
Tab. 3 Calculation method for the change rate of synchronous and asynchronous zones

based on individual jobs-housing migration

序号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名称

就业迁入同区变化率RS业入

就业迁入异区变化率RD业入

居住迁入同区变化率RS居入

居住迁入异区变化率RD居入

职住同时迁入同区变化率RS同入

就业迁出同区变化率RS业出

就业迁出异区变化率 RD业出

居住迁出同区变化率RS居出

居住迁出异区变化率RD居出

职住同时迁出同区变化率RS同出

公式

RS业入 = 2m业同 S0

RD业入 = ( )m业异 -m业同 D0

RS居入 = 2m居同 S0

RD居入 = ( )m居异 -m居同 D0

RS同入 = 2m同时 S0

RS业出 = -2n业异 S0

RD业出 = ( )n业异 - n业同 D0

RS居出 = -2n居异 S0

RD居出 = ( )n居异 - n居同 D0

RS同出 = -2 × n同时 S0

说明

就业迁入导致的职住同区数量变化率

就业迁入导致的职住异区数量变化率

居住迁入导致的职住同区数量变化率

居住迁入导致的职住异区数量变化率

职住同时迁入导致的职住同区数量变化率

就业迁出导致的职住同区数量变化率

就业迁出导致的职住异区数量变化率

居住迁出导致的职住同区数量变化率

居住迁出导致的职住异区数量变化率

职住同时迁出导致的职住同区数量变化率

E业入 = RS业入 + 1
2

RS同入 -RD业入 （26）

E居入 = RS居入 + 1
2

RS同入 -RD居入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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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业出 = RS业出 + 1
2

RS同出 -RD业出 （28）

E居出 = RS居出 + 1
2

RS同出 -RD居出 （29）

式中：E 业入为就业迁入影响指数，代表就业同步、异步迁入和职住同时迁入对职住平衡

的影响水平；E 居入为居住迁入影响指数；E 业出为就业迁出影响指数；E 居出为居住迁出影响

指数。需要说明，由于职住同时迁入是两个迁移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故在单独计算就

业迁入、或居住迁入的影响时需要折半，职住同时迁出同理。

按照这一思路，分别探讨职住迁入、职住迁出、就业迁移、居住迁移对区域职住动

态平衡的影响，具体公式为：

E入 = E业入 + E居入 （30）

E出 = E业出 + E居出 （31）

E业 = E业入 + E业出 （32）

E居 = E居入 + E居出 （33）

式中：E 入为职住迁入影响指数；代表就业和居住迁入对职住平衡的影响水平；E 出为职住

迁出影响指数；E 业为就业迁移影响指数；E 居为居住迁移影响指数。

最后，得到职住迁移对总体职住平衡的影响，公式为：

E总 = E入 + E出 = E业 + E居 =∑RS -∑RD （34）

式中：E 总为总体影响指数，是所有职住迁移行为对区域职住动态平衡的影响。

4 武汉郊区新城职住动态平衡的分析实证

4.1 研究区域

武汉地处中国中部、湖北省东部，长江

和汉江交汇处，是近年来“大都市化”迅速

发展的重点城市，人口增长的空间不断向外

扩展，人口郊区化迁移现象显著。根据《武

汉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的设

想，武汉市构建1个中心城区和6个郊区新城

的武汉都市发展区，作为未来主要的集聚区

和拓展区，总用地面积 3261 km2 （图 2）。本

文以此为依据，划定中心城区和 6个近郊区

新城的边界，以这 7 个区域为基本分析单

元，开展职住动态平衡的研究。都市发展区

外的远郊区由于职住人口较少、迁移特征不显著，且基站分布稀疏导致数据不够准确，

本文暂不考虑。

4.2 研究数据

本文主要使用的是由智慧足迹（Smartsteps）平台提供的武汉市联通手机信令数据，

具体时段为2017年6月份整月和2019年6月份整月。本文将年龄在19~54岁①的联通核心

用户（即该月在武汉停留10 d及以上的常住人口）作为研究对象，依据现有经验[34]，将

① 根据中国现行标准，一般职工退休的年龄标准为50~60岁，其中女性为55周岁，在此取55岁为退休年龄。

图2 研究范围
Fig. 2 The study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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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在该月每日9:00—17:00的累加驻留时间最长位置识别为就业地，将每日21:00至次

日8:00的累加驻留时间最长位置识别为居住地。
为追踪个体的职住变化，本文通过手机信令数据中的用户唯一识别号识别出研究时

段首尾的同一用户，并从中筛选出两个时期均具有居住和就业地信息的用户，共计
321110人，约占 2017年武汉市统计数据②当年总就业人口数的 5.69%。其中，在 2017—
2019年中发生居住跨区迁移或就业跨区迁移任一行为的共计80317人。

为检验上述所获取数据的代表性和可靠性，本文选取完全处于都市发展区范围内的
武昌区、汉阳区、洪山区、江岸区、江汉区、青山区和硚口区（占武汉都市发展区总人
数的比例超过 70%），检验 2017年武汉市统计年鉴中常住人口数与前述手机信令数据用
户落在各区内的居住总人口的相关性。经过计算，两者呈现显著强正相关，皮尔逊系数
为0.901。关于工作地抽样识别数据的准确性，由于缺乏经济普查数据，暂无法实现。考
虑到联通就业地采用与居住地相似的识别方式，且居住地分布符合真实居住空间分布，
因此认为就业地也基本反映真实的工作空间分布。
4.3 武汉市郊区新城职住迁移的同异步特征

根据上述方法，针对武汉都市发展区内的 6 个郊区新城和中心城区，首先识别出
职、住跨区域同异步迁入或迁出的就业人群，图3、图4为该人群的迁入地或迁出地的空
间分布（1000 m搜索半径的核密度）。然后根据公式（5）~（15）计算武汉都市发展区内6
个郊区新城和中心城区的职、住迁入和迁出的同步、异步指数，结果如表4所示。

② 数据来源：武汉市统计局统计年鉴数据（http://tjj.wuhan.gov.cn/tjfw/tjnj/）。

图3 2017—2019年武汉市跨区职住迁入地的核密度
Fig. 3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of cross-district destination based on jobs-housing migration in Wuhan, 2017-2019

3101



地 理 学 报 78卷

通过比较指标的量值可以发现：① 从迁入来看，所有新城的就业迁入异步指数均高
于其他指数，特别是东部和东南，说明各新城的就业单方面迁入占比高，就业吸引力
强。此外，各新城的居住迁入异步指数基本位于第二高，说明各新城吸引居住单方面迁
入的能力也很强。但是就业和居住迁入的同步指数均较低，说明在职或住单方面迁入
后，只有很少数量的人完成了住或职的随迁；另外，职住同时迁入指数均远高于就业和
居住迁入同步指数，甚至大于两者之和。② 从迁出来看，所有新城的就业迁出同步指数
均最高、居住迁出同步指数第二高，说明各新城难以留住仅在新城内就业或居住的职住

图4 2017—2019年武汉跨区职住迁出地的核密度
Fig. 4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of cross-district origination based on jobs-housing migration in Wuhan, 2017-2019

表4 武汉市郊区新城的职住迁移的同异步指数
Tab. 4 The synchronous and asynchronous indices of individual jobs-housing migration

in Wuhan suburban new cities

就业迁入同步指数 I 业同

居住迁入同步指数 I 居同

职住同时迁入指数 I 同时

就业迁入异步指数 I 业异

居住迁入异步指数 I 居异

就业迁出同步指数O 业同

居住迁出同步指数O 居同

职住同时迁出指数O 同时

就业迁出异步指数O 业异

居住迁出异步指数O 居异

东部新城

0.033

0.018

0.096

0.281

0.162

0.221

0.085

0.057

0.032

0.015

东南新城

0.039

0.043

0.116

0.259

0.113

0.211

0.081

0.068

0.043

0.026

南部新城

0.050

0.025

0.092

0.192

0.187

0.171

0.154

0.071

0.035

0.023

西南新城

0.046

0.041

0.084

0.241

0.160

0.196

0.142

0.042

0.028

0.020

西部新城

0.057

0.039

0.094

0.231

0.175

0.171

0.132

0.040

0.039

0.022

北部新城

0.060

0.029

0.110

0.223

0.199

0.178

0.108

0.040

0.039

0.015

中心城区

0.151

0.095

0.060

0.057

0.032

0.078

0.059

0.122

0.205

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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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区人口，带来人口净流失，但同时这也减少了职住异区的数量，能推进职住平衡。另
外存在较小比例的就业、居住迁出异步，这会带来职住错位。最后不容忽视的是各新城
还存在不少比例的职住同时迁出的现象，带来职住人口净流失。

通过比较指标之间的数量关系可以发现：① 各新城迁入和迁出之比约为6∶4，职住
迁入、迁出均对区域职住平衡产生了较大影响。迁入指数总体高于迁出指数，说明武汉
新城整体上以人口迁入为主，人口正在从中心城区向郊区新城迁移。其中，东部、西
部、北部新城的人口迁入最为明显。② 就业迁移比居住迁移平均高40%，就业迁移比居
住迁移更频繁。就业迁入高于居住迁入、就业迁出高于居住迁出，说明就业迁入是郊区
新城人口流入的主要动力，而就业迁出现象也不容忽视。例如，东南新城、东部新城的
就业迁入、迁出均为最高。③ 职和住迁入的异步之和均远大于同步之和，是后者的2~3
倍，且职、住迁入异步均大于对应同步，说明武汉各新城以职、住单方面迁入为主，
住、职的随迁不够充分，其中以东部新城为典型代表。④ 职和住迁出的同步之和均远大
于异步之和，是后者的5~7倍，且职、住迁出同步均大于对应异步，表明职住异区是新
城人口流失的重要成因之一，而在新城已实现职住同区的人较少迁出。⑤ 职、住迁入异
步指数和职、住迁出同步指数均很高，这意味着武汉各新城在职、住单方面迁入后并不
能很好地激发后续住、职的随迁，而是随即又迁出，带来较高的流动性。

总体来看，武汉市郊区新城的职、住迁入和迁出均对区域职住平衡产生明显影响，
其中职或住的迁入异步远高于迁入同步，迁出同步远高于迁出异步，并且就业迁移相比
居住迁移数量更多。这说明郊区新城以就业单方面迁入为主，而居住随迁滞后，且单方
面迁入的就业人口往往面临高流失风险。相比之下，中心城区则呈现相反特征：迁入同
步远高于迁入异步，说明当前时期武汉市中心城区相较新城而言职住匹配能力更强，
职、住迁入形成良性互动。上述结果验证了该方法在个体职住迁移研究上的效力。
4.4 武汉市郊区新城的职住动态平衡特征

根据公式（26）~（34），计算各新城就业、居住的迁入迁出对职住平衡的影响，得到
各类职住动态平衡影响指数（表5）。根据公式（4）求得2017年和2019年武汉郊区各新
城的职住同区数占比，以及中心城区的计算结果，用作参照。

具体解析为：① 从总体影响指数来看，大部分新城为正，说明相比基期年，迁移大
多推进了职住平衡，但东部新城的迁移不利于职住平衡。② 从职住迁入影响指数、职住
迁出影响指数来看，迁入大多推进职住平衡，但迁出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有3个新城的

表5 武汉郊区新城的职住动态平衡影响指数
Tab. 5 The impact index of dynamic jobs-housing balance in Wuhan suburban new cities

总体影响指数

职住迁入影响指数

职住迁出影响指数

就业迁移影响指数

居住迁移影响指数

就业迁入影响指数

就业迁出影响指数

居住迁入影响指数

居住迁出影响指数

2017年职住同区数占比

2019年职住同区数占比

东部新城

-0.100

-0.182

0.082

-0.045

-0.055

-0.135

0.090

-0.047

-0.008

0.435

0.413

东南新城

0.077

0.227

-0.150

-0.028

0.105

0.015

-0.043

0.212

-0.107

0.372

0.388

南部新城

0.026

-0.056

0.082

0.046

-0.020

0.019

0.028

-0.074

0.055

0.484

0.490

西南新城

0.242

0.242

0.000

0.097

0.144

0.093

0.005

0.149

-0.005

0.323

0.371

西部新城

0.155

0.203

-0.048

0.069

0.086

0.113

-0.044

0.090

-0.004

0.362

0.394

北部新城

0.191

0.245

-0.055

0.140

0.051

0.192

-0.052

0.053

-0.002

0.343

0.380

中心城区

-0.104

0.265

-0.369

-0.059

-0.044

0.160

-0.219

0.105

-0.150

0.861

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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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出不利于职住平衡。总体上迁入的影响大于迁出。③ 从就业和居住迁移影响指数来
看，影响差异较大。其中东部新城是就业和居住迁移共同导致失衡，东南新城是就业迁
移导致失衡，而居住迁移推动平衡；南部新城是居住迁移导致失衡，而就业迁移导致平
衡；其他新城是居住和就业迁移均推动职住平衡。④ 从就业和居住迁入的影响指数来
看，大多数新城为正，说明该时期职、住迁入均有利于新城职住平衡。例外的是，东部
新城的就业和居住迁入、南部新城的居住迁入导致失衡，说明其单方面职、住迁入数量
较多。⑤ 从就业和居住迁出的影响指数来看，大多数新城为负，说明职、住迁出一般不
利于新城职住平衡。然而，东部新城的就业迁出有利于职住平衡，说明东部新城的单方
面就业人口较多，迁出后对该城职住平衡有利；南部新城的就业、居住迁出均有利于职
住平衡，说明该区域的职住错位较严重。⑥ 从职住动态平衡的动力来看，东部新城的主
要动力是就业迁出，西部、北部新城的主要动力是就业迁入，东南、西南新城的主要动
力是居住迁入，南部新城保持稳定。新城间职住动态平衡的动力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
可能是因为它们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新城早期以职、住单方面迁入作为人口增长的动
力，但职住互动机制尚不完善，缺乏住和职的随迁以形成稳定人口，所以这些人口往往
也容易流失，从而表现出迁出主导的动态平衡状态，例如东部新城（阳逻）；新城中期职
住迁移互动机制相对较好，在职、住迁入后能够较好引发住、职随迁，其中居住先行的
新城以就业迁入为职住平衡的主要动力，如西部新城（东西湖），而产业先行的新城则以
居住迁入为主要动力，东南新城（光谷科学城）、西南新城（汽车城）。北部新城可能是
由于地方政策扶持，2017年提出长江新城战略后带来区域职住平衡状态明显提升。

总体而言，武汉市郊区新城的职住平衡水平均偏低，但平衡状态整体在向好的方向
发展。这与职住同区数占比的变化趋势完全一致，但通过系列影响指数还能反映出迁入
和迁出、就业迁移和居住迁移等对职住平衡水平的精细化影响。分析发现，职住迁入对
职住平衡的影响一般高于职住迁出；就业迁移和居住迁移对区域职住平衡的影响则因城
而异，取决于新城的发展阶段，以及本身的职、住状态等。上述结果证明了该方法在研
究职住动态平衡过程上的效力。
4.5 武汉市东南新城职住动态平衡的典型解读

本文以武汉东南新城为例（表6），详述
职住动态平衡分析的结果解析和应用。

东南新城的总体影响指数大于 0，说明
该区域职住平衡趋势总体向好。其中，职住
迁入明显有利于职住平衡，而居住迁入对区
域职住平衡的正面影响最大，说明东南新城
正处于就业吸引居住的良性发展期。从表 4
可看出，东南新城的职住同时迁入指数 I 同时

与居住迁入同步指数 I 居同之和在6个新城中最大，表明该区域就业的职住分离人口正在逐
步迁居至此，这也是东南新城职住总体趋向平衡的关键因素。

同时，职住迁出对东南新城的职住平衡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其中，居住迁出的
负面影响较大，从表 4可看出，东南新城的居住迁出异步指数O 居异在所有新城中最高，
职住同时迁出指数O 同时第2，这说明此区域的居住条件可能存在一定问题，本来职住同区
的人为追求更好的居住环境、服务配套等而搬离此地，带来职住失衡。并且值得注意的
是，东南新城的就业迁出同步指数O 业同也非常高，即不在该城居住的就业者有很高比例
将就业搬离，如此会引发恶性循环。

表6 武汉东南新城的职住动态平衡计算结果
Tab. 6 Calculation results of the jobs-housing dynamic

balance in southeast new city

迁入影响指数

迁出影响指数

迁移影响指数

就业

0.015

-0.043

-0.028

居住

0.212

-0.107

0.105

职住

0.227

-0.150

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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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制约东南新城职住动态平衡的关键因素是居住条件。东南新城作为湖北省新
城建设的重点（光谷科学城）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聚集地，对就业的吸引力充沛，其就业
迁入异步指数 I 业异高居各新城第2。同时，该城也已经进入就业吸引居住的良性发展期，
但吸引力仍不够强，甚至出现大量职住同区人口的居住单方面外迁。因此，东南新城应
重点培育就业—居住的迁移互动机制，响应本地就业人口的居住需求。在建成环境质量
上优化教育、养老、休闲、商业等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同时适当扩大居住空间供给
规模，创造多层级、高水平的居住环境，以促进就业人口的就地职住平衡。这有助于提
升就业“黏性”，保留住高水平人才以促进产业平稳较快发展。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微观个体的迁移行为，利用手机信令数据，定量探究个体就业、居住迁移
的互动与郊区新城职住平衡的关系，提出了职住动态平衡的概念、以及测度和分析方
法。较之现有的职住比、自足度、就业居住离散度等静态职住平衡测度指标主要反映了
当前的平衡状态，它能更精准地反映出郊区新城由于就业、居住人口的迁入、迁出同异
步带来的职住动态平衡过程，包括职住迁移的同异步状态、各类迁移对职住平衡的影
响、职住平衡变化的动因和核心问题等，从而掌握新城职住平衡的演变态势，进而可以
从人对居住地、就业地的选择上发现影响职住迁移互动的城市空间问题，精准制定郊区
新城职住平衡的空间优化策略，也为具体到人、更深层次地研究职住平衡的实现机制提
供了方法支撑。

针对武汉市2017—2019年的实证研究，得到3个方面的主要结论，验证了该方法的
有效性：① 迁移行为上，武汉市郊区新城以职住异步迁入为主，且就业迁移相较居住迁
移更多。② 武汉市郊区新城的职住平衡状态总体向好；职住人口迁入大多推动了新城职
住平衡，但与此同时迁出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一半新城的职住迁出会推动失衡，总体上
迁入的影响大于迁出；此外，还识别出各新城职住动态平衡的发展动力，例如西部新城
的主要动力是就业迁入。③ 以武汉市东南新城为例开展详细分析发现，居住迁移是东南
新城职住平衡状态的主要驱动力；居住迁入明显有利于区域职住平衡，而居住迁出明显
导致职住失衡。可见，制约东南新城职住动态平衡的关键因素是居住条件，应积极响应
本地就业者的差异化居住需求，这也有利于提升就业黏性。

本文也存在不足：① 受数据限制，实证未考虑市外迁入因素，可能对本文针对武汉
发现的特征产生一定影响，但不影响职住平衡动态过程的分析方法；② 手机信令缺乏个
体/家庭的属性数据，使得本文对职住迁移的互动规律揭示得仍不充分。

职住动态平衡研究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测度方法上，本文所提出的同异步指数和
平衡影响指数还能衍生出众多指标，例如测度不同年龄、性别、职业、收入人群的同异
步指数，据此分析社会属性对职住迁移互动和区域职住动态关系的差异化影响。进而可
以在理论研究上，结合建成环境质量、职住空间规模和结构、政策、市场等要素，探究
职住动态平衡过程空间分异的内在机制。另外，在时序演变研究上，还可以通过多个截
面的长时序数据或动态监测实时数据，构建区域职、住关系的动态平衡曲线，以更为精
准地识别当前城市职住关系的发展阶段和未来发展态势。最后在应对策略上，可根据上
述研究成果，研判职住空间可能存在的问题和空间需求，制定职住空间供给政策和优化
策略，并预测规划干预下的未来的职住关系演变和城市空间结构。本文所提出的方法对
上述研究均有支撑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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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burban new cities often accompany the phenomenon of jobs-housing imbalance.

From the behavioral perspective, against a backdrop of changes in jobs and housing, this is

mainly caused by individual migration in and out during the long- term development of

suburban new cities. However, many studies have not considered incorporating individual

migration into the dynamic process of jobs-housing balance, and there are few relevant analysis

methoeds, as well as unclear characteristics and pattern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jobs- housing dynamic balance by tracking the spatial changes of individual employment and

residence migration. Drawing on cellular signaling data throughout 2017 to 2019 in Wuhan

suburban new cities, a new analytic approach is developed to analyze the problems, causes and

trends in the process of jobs- housing dynamic balance, including the synchronous and

asynchronous indices of individual migration, as well as the impact index of dynamic jobs-

housing balance.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main trend is asynchronous jobs-housing migration,

with migration of a larger number of employers compared to residential migr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jobs- housing imbalance in Wuhan suburban new cities is relatively common, but

individual migration generally promotes jobs- housing balance. On the one hand, individual

migration in is the main factor in optimizing jobs- housing balance. On the other hand, the

impact of individual migration out cannot be ignored, as it has driven the imbalance of jobs and

housing in some suburban new cities. Furthermore, our results highlight that the jobs-housing

balance in the southeast new city is more susceptible to the impact of residential migration, and

residential migration i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its jobs-housing dynamic balanc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improving the diversified residential spatial structure. We argue that,

grounded in the new analytic approach, this paper can objectively reflect the dynamic proces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jobs-housing balance, and our findings would be important in optimizing

urban jobs-housing relationships and formulating policies for jobs-housing space supply.

Keywords: suburban new cities; individual migration; jobs-housing dynamic balance; analytic

approach; cellular signalin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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